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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ARS 看社会危情中的两种逻辑与对策

刘精 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社会运行总是可能遭遇非常态事件的冲击和

干扰,需要经常性地处理各种危机情势,从而恢复

原有的平衡状态,或者达致新的社会平衡。突如

其来的 SARS 事件,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引

发了人们多种视角的思索。从近段我国社会遭遇

SARS 危机及其应付过程来看, 对社会危情事件

的处理,凸显出两种主要逻辑之间的矛盾和统一,

即社会世界或生活世界的逻辑和科学—技术世界

中的逻辑。不同的逻辑可能导致不同的处理方

式,决定着不同的现实后果,然而两者之间的平衡

与策略性的优先时序,也许值得我们认真回味。

SARS 事件的出现显然同时引发了科学—技

术世界的紧张和对社会世界正常秩序的扰动。也

许最初面对 SARS 病毒对人体的入侵还只是医学

界局部的困惑, 但正是这局部的科学世界内部的

迷茫却表征着科学技术的逻辑在社会危情之初就

即刻衍生着强大的现实力量。尽管从本原上讲,

科学—技术与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

系,科学—技术世界来源于生活世界,并最终以生

活世界为归宿。但是,现代理性社会中,科学—技

术的力量始终以超越现实世界的优越感而义无反

顾地担负着处理社会危情的英雄角色。试看最初

关于 SARS的新闻报道, 各种关于病毒定义的争

论、病毒来源的流行病学调查与推测(甚至包括洪

荒宇宙病毒侵入的科学家推测) 、病毒遗传基因组

序列的测定 、疫苗和药物的开发, 等等, 无一例外

都成为最基本的传媒话语,它渲染着技术专家主

义对生活世界的一种超然的力量和救世情怀, 并

通过对生活世界中各种早已存在的陋习与非理性

行为的批评来张扬科学自身的优势。科学的自我

扬升赢得了应有的利益回酬, 据估计,短短的三个

月时间内, 中央及地方政府在研制疫苗和开发新

药方面的投入已逾数亿元,而某省疫苗研制攻关

课题的批准经费就超过了 1000万元。这些资金

相对于人的生命来说确实算不了什么, 它只是表

明,政府巨额资金的投入表达了对科学的信任、期

望和尊敬。

然而事情似乎朝着科学难以预料的方向发

展。全球数十亿人旋即陷入整体性恐慌,一段时

期内, SARS 失去了控制。显然,如果人们按照科

学常规的逻辑, 从研究病理到有效药物的开发生

产, 等待疫苗研制成功, 即使不算上在诸如有关

“冠状病毒”发现之类的知识产权认定等方面的科

学管理时间,恐怕瘟疫的无情扫荡早已将更多的

人带入了死亡的深渊。一个最好的预计认为,到

10月份能够找到针对 SARS的有效疫苗,到 2004

年,一种针对 SARS 病毒蛋白结构的专门药物可

以投入批量生产, 显然这都有远水救近火之嫌。

非典时期亦即非常时期。面对科学世界的暂时失

效,生活世界立时失去了数百年来确立的对科学

理性的依赖而陷入深深的恐慌和忧虑, 各类“非理

性”行为乘机而起, 占卜传谣、敬神洒豆、抢购抬

价,宣泄着内心的失望与不安。更令人忧虑的是,

短短的几天内, 传染一度在迅速扩大。这种人人

自危的状态, 短期内已非科学—技术逻辑所能消

解。它更多的是生活世界中的问题, 在日常经验

和知觉范围内出现了人们无法溶解的障碍。

共同的非常态体验需要相互支持的集体性意

识,以明了作为物种类属的未来。这种集体性意

识完全可能是以对现实的虚幻形式表达。远古时

代巫医一体,面对瘟疫更多地依赖于驱逐作祟鬼

神的祭祀典仪,比如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的“大

傩”仪式就是专以驱逐恶鬼为其基本功能:“解逐

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 (王充:《论衡·解作篇》 )民间

每逢岁末新春,都须鞭炮 、跳神来送陈纳吉。西方

黑死病流行时期, 各地都盛传鬼怪出没于教堂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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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妖神于火光中剑指伦敦,灵车与棺木漂移于乌

云滚滚的天空( D·笛福:《瘟疫年纪事》 ) , 因而也是符咒

满城,祷告绵绵,驱鬼逐恶之祭仪不绝如缕。类此

非常时期, 若非如此,社会世界无以衡常, 心理上

的严重失衡必会将人们本已脆弱不堪的知觉世界

击于支离破碎、万劫不复。有意思的是,在当今应

对非典的过程中, 人们化解这些违背衡常之障碍

的方式,也大多是搜索经验范围内可供利用资源。

比如对 SARS 的预防, 许多人就依赖于原来建立

的对科技及其产品的信任,比如对消毒液以及其

他日化产品的使用, 各种预防药品的服用,等等。

然而,正如许多专家所告诫的,这样的科学行为对

预防 SARS并无明确的科学依据。进一步反思这

样类似的行为, 实则与古人驱傩逐疫之法并无二

致。

现代社会, 组织生活世界的意识整体历经人

类数千年的演变而发生了深刻变化, 人类自身的

反思能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这种作为类的反思

性能力突出表征在人类改变了组织自身生活的根

据。当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资本主义

变革将社会生活从神权手中交还给世俗权力的时

候,生活世界和制度化的权力体系共享了这一文

明进步的成果。在生活世界的文化、社会和个性

等不同的层面上, 理性而机敏地处理和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都在迅速增强。以 SARS 事件来看,

既然科学的医治方法暂时不能将病毒围歼,那就

需要在人们经常信赖的科学之外寻找解决的途

径,其中, 切断传染源不失成为最有效的办法。生

活世界的危机管理就以有效预防传染为基本对

策。这使得危机过程中的生活世界不断地调整原

有的个性认知,改变原来的经验行为方式。衣食

住行是生活世界中最为经常的行为, 但是在危机

阶段, 这些行为方式发生了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整个非典期间, 人们有意识地减少个体之间的

接触,以求自我防护,甚至亲情之间的接触都降低

到最低限度。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一旦有

来自疫区的人回归故里,哪怕他或她业已功成名

就,哪怕原本是当地人争相交游的对象,在非典期

间无一例外地都受到罕见的“冷遇”。确实,非典

检验着生活世界本已确立的一系列基本规则, 在

生命的自我防护意识面前,这些基本的规则都显

得那样的脆弱和不足以依赖。据一项社会心理学

的互联网调查, 非典期间, 有 95.4%的人暂不去

人多地方;90%的人暂时避免去医院、减少外出活

动;80%的人表示已经避免面对面与人说话。可

见,恰恰是个体对这样一些原有生活规则和生活

习惯的重新评估,减少了他们的被感染的可能性,

并从避免危险接触来获得安全感。

其次, 在生活世界中个体的文化自觉的增强

不仅对有效预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且也对将来

生活世界中的行为习惯予以了重要的革新。在

SARS期间, 许多社会科学者经常提及和告诫公

众的是,要对原有生活方式进行认真的反思。香

港《亚洲周刊》曾经在此期间发表题为“中华民族

十戒, 脱胎换骨抗疫”的文章, 尖锐地批评了民族

文化中存在的十大陋习,显然为个体文化自觉提

供了重要引导。必要的卫生习惯、对他人负责也

是对自己负责的生活原则, 通过 SARS 的洗礼在

更多的个体中开始更为广泛地获得认同。比如乱

扔垃圾、随地吐痰等屡禁不止的行为,就开始在更

大范围内为人们所自觉意识。

再次,从社会层面上看,危机的社会管理力量

主要来自政府组织。在 SARS 应对的整个过程

中,政府作为制度化体系力量的代表,作为直接介

入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力量,首先担负着危机管理

的重要职责。控制疫情、切断传染源,并非生活世

界中的个体力量所能做到的事情。在这样的危急

情势面前, 政府对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控制能力起

到核心关键的作用。“非典”发病率的有效降低,

最主要的是通过动用国家体系的力量, 实施有效

隔离政策的结果。在每个实施隔离的个案中,我

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社会

(居民生活的最直接的层面如社区和居委会) , 延

续着体系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十分强烈的控制和管

理链条。正是这样强大的政府行为, 成为了应对

社会危机情势的显在力量。更进一步, 为了将

SARS的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中

央政府又及时从农业 、投资、消费、出口 、税收减

免、财政支出、就业、生产生活等八个方面提出了

有效的针对性政策措施,稳定着社会经济生活大

局。

面对社会危情,关键是处理和应对正在出现

的扰乱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事件, 更多地涉及到

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即使危情事件的本质性原因

在于科学世界的程序性规则未能预料性地处理突

发性的危机状况, 但这也并非科学世界中的单一

事件了。当它浮出社会生活世界的层面的时候,

运用生活世界内部的规则来应对危机就将起到关

键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科学的程序规则不重要

了。相反, 科学世界的理性原则在生活世界中的

运用 、利用科学的程序规则来最终消解危机之源,

仍然是处理危机的重要手段。只不过在采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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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对策与社会世界的对策的时候, 本身具有

一种优先顺序, 颠倒这种秩序就会导致危机状况

陷入不可控制的状态。

非典 、动物保护与环境伦理

杨通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秘书长)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方面, 人对动物的态度是人对自然的态

度的一个缩影。非典爆发后, 人们反思和讨论得

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虽然

非典的病源体最初是否来自野生动物目前尚无定

论,但历史上许多重大流行性传染病的病源体(如

禽流感、鼠疫、艾滋、以及目前正在美国流行的猴

痘等)确是来自动物。现在,大多数国人都已认识

到了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要把这

种认识转化为行动,还需有内在的伦理动力。环

境伦理学为人们保护动物的行为提供了下述四种

由弱渐强的伦理理据。

1.审慎理论。即使从人类的开明自利的角度

看,保护动物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大自然是

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野生动物是这个巨系统

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野生动物物种及其种群灭

绝或减少得过快, 就会威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

定,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野生动物还具有

重要的资源价值(如经济资源 、审美资源 、科研资

源) 。因此,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长远利益,我

们需要保护野生动物。此外, 对野生动物的随意

捕猎和贸易是许多病毒和传染病扩散的一个重要

方式,对动物和人类的福利来说,这些病毒和传染

病都是重大的威胁。为了减少人类在健康方面所

遇到的风险,我们需要克制自己对野生动物栖息

地的进犯和破坏, 减少对野生动物的随意捕杀和

商业贸易。

2.仁慈理论。历史上, 许多著名思想家都反

对残酷对待动物。洛克和康德都认为, 动物是能

够感受痛苦的, 毫无必要地伤害它们在道德上是

错误的。在他们看来, 麻木不仁地折磨和杀死其

它动物的习惯, 会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内心对他人

的生命也变得冷漠和凶狠起来;那些从低等动物

的痛苦和死亡中寻找乐趣的人, 很难养成对其同

胞的仁爱心。残忍本身就是一种不好的心理倾

向。孟子也认为,毫无节制地杀戮动物 、喜好欺负

弱者或动物的人,没有资格称为君子;而那些对弱

小动物求生的哀嚎声麻木不仁的人也不能算作君

子。所以,“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

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 ) 。恻隐之心是人的四个善端之一,

是人之作为人的本性。因此,仁慈地对待动物是

人性的内在要求。对动物麻木不仁和残酷成性是

人性发育不完整和有欠缺的表现。仁慈理论尤其

适用于调节人与家养动物 (宠物和家畜)之间关

系。

3.动物解放论。以辛格为代表的现代动物解

放论者认为, 感受苦乐的感觉能力 ( sentience)是

拥有利益的充分条件, 也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充分

条件。“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

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

存在物的本性如何, 平等原则都要求我们把它的

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就目前所能

做到的初步对比而言)重要。如果一个存在物不

能感受苦乐,那么它就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加以考

虑的了。” [ 1] 因此, 在动物解放论者看来, 感觉能

力既是拥有利益的必要条件, 也是拥有利益的充

分条件。一个具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 至少拥有

一种利益:即体验愉快和避免痛苦的利益。平等

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 ,而不管这个利益的主体

是谁。如果我们既不想违背平等原理(同等地关

心每一个存在物的利益) ,也不想违背功利主义原

理(追求最大限度的快乐,或把痛苦降低到最低限

度) , 或想把平等原理和功利原理贯彻到底,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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